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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代中国，自然灾害如何在短期内影响公众的政治信任，其作用机

制如何？本文使用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前后收集的调查数据，试图通过自然实

验设计来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发现：在时间维度上，外生的自然灾害会在

短时间内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在结构上，地震对公众政治信任的边际增长

效应呈现差序性特征，即对区县政府政治信任的正向作用最强，而对中央政

府政治信任的强化作用最弱。在此过程中，国家主导的媒体宣传起到了关键

的中介作用，即公众接收官方媒体信息的频率越高，其政治信任在短时间内

提升的幅度越大。研究表明，灾后短期内的政府动员与鼓舞性的媒体议程设

置是提升公众政治信任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从长远来看，切实加强政府的长

效治理能力建设始终是巩固政治合法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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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自然灾害下的合法性危机

自古以来中国便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对帝制时期的统治者而
言，荒政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统治内容之一。自然灾害及其引发的饥荒
会直接破坏社会稳定和社会再生产；如果应对不利，更会使正统天命和
王朝存续受到挑战（魏丕信，２００３）。在当代中国，如何应对自然灾害依
然是政府治理的重要课题。预防、赈灾、灾后重建等事项考验的是执政
党与官僚系统的应对能力，更是当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投射，并与政权
的合法性息息相关（孙中伟、徐彬，２０１４）。

可以预见的是，面对大型自然灾害的冲击，政治机构及其公职人员
也将处于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之中。对此，本文关注的是，在自然灾害
发生后，公众对各级政治机构及公职人员的评价是否存在差异？如果
的确存在，那么这一差异源自何处？回答上述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帮
助我们理解公众政治信任的动态演变与相关机制。为此，本文试图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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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一份恰好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前后收集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比较地
震前后公众对各级官员信任程度的变化来回答上述问题。

１．参见人民网，ｈｔｔｐ：／／ｓｎ．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５／０５１１／ｃ３４６８６２－２４８１７７１７．ｈｔｍｌ，访问于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日。

２．参见南方都市报，参谋长首次披露汶川大地震调兵１４万内幕，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５日。

３．民政部公告第１３５号———汶川特大地震救灾捐赠款物及使用情况公告，ｈｔｔｐ：／／ｗｗｗ．
ｔａｏｃｈｅｎｇ．ｇｏｖ．ｃｎ／ｃｈ４３８２／ｃｈ４４０１／２０１０／０７／２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２７０１１．ｓｈｔｍｌ，访问于２０１８年７月２日。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
大的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后伤亡最惨重的一场地震。１为了及时救
灾，中国政府动用了和平时期规模最庞大的救援队伍。２同时，在即时
通讯较为成熟、互联网开始普及的背景下，灾情引发的回响也异常强
烈。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在震后１０个月内，全国接收到救灾捐赠
款物共计人民币７６０．２２亿元，３大批民间志愿者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专
业人道主义救援队伍也参与到救灾工作中来。此外，灾后第七天，中央
政府首次设立了全国哀悼日，对地震中的罹难者与救灾进程中的牺牲
者表达全国性的哀思。

针对这场特大型自然灾害，社会科学领域也从多方面展开了研究。
一是对救灾过程中政府行动措施的研究，包括中国政府如何快速反应
和全面动员救援力量（Ｈｕｉ，２００９），以及对信息公开和公共关系的处理
（Ｃｈｅｎ，２００９）。二 是 对 地 震 中 非 政 府 组 织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以下简称ＮＧＯ）作用的研究，涉及ＮＧＯ参与救灾、减灾
和灾后重建的措施（Ｔｅｅｔｓ，２００９）、救灾过程中ＮＧＯ如何动员资源及其
架构（Ｓｈｉｅｈ　ａｎｄ　Ｄｅｎｇ，２０１１），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ＮＧＯ在救灾
进程中角色的比较（Ｒｏｎｅｙ，２０１１）。三是政府的救灾措施如何影响公
众对政治体制的支持或对政府的满意度———这类研究与本文最为相
关。例如，基于灾后三次的问卷调查，尉建文、谢镇荣（２０１５）发现，灾区
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一方面存在“央强地弱”的结构特征，另一方面随
时间流逝呈现下降趋势。另有研究发现，汶川地震的救灾措施为中央
政府赢得了灾民的广泛支持，但灾民对地方政府支持程度的增减则取
决于各地政府面对灾害能否迅速反应，以及在灾后重建中是否有效公
平地分配款物（Ｈ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李磊（Ｐｉｅｒｒｅ　Ｆ．Ｌａｎｄｒｙ）等学者更
关注灾害的短期效应，他们研究发现，汶川地震后政府的强力救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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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时间内使人们对政治体制的支持度上升（Ｌａｎｄ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ｏｃｋｍａｎｎ，

２００９）。他们将公众对强政府、和谐秩序、一党执政的支持程度作为因
变量，这类变量属于公众的弥散性支持（ｄｉｆｆｕｓｉ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与本文所
关注的特定性支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公众对官员的信任———紧密
相关（游宇、王正绪，２０１４）。一般而言，弥散性支持比较抽象且相对稳
定，特定性支持则往往与在任公职人员的言行、决策与绩效紧密相关，
且更不稳定（Ｅａｓｔｏｎ，１９７９）。

总体观之，以往研究通常聚焦于政治信任的结构性差异或时间维
度上的变化，本研究则试图将时间和结构这两个维度同时纳入考虑，使
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公众政治信任遭遇外生冲击时的动态变化，并为理
解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机制提供经验证据。

在实证资料方面，本研究使用２００８年公民文化与和谐社会调查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ｕｒｖｅｙ）数据进行分析。这一问卷调查在２００８年４月２日至

６月７日进行，距汶川大地震前后各约一个月的时间，且均标明了访问日
期，这为本研究比较灾害发生前后公众政治信任的变化提供了可能。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大型自然灾害因其规模大、伤亡人数多、影响深远，往往会带来复
杂的社会和政治后果（Ｃａｒｌ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Ｄｒｕｒｙ　ａｎｄ　Ｏｌｓｏｎ，１９９８；

Ｐ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ｌｌ，２０１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大型灾难及其引
发的各种社会与政治问题日益引起美国学界的关注。在汶川大地震之
后，这类研究在中国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其数量也日益增多（孙中伟、徐
彬，２０１４）。本文主要关注汶川大地震在时间和结构两个维度上的政治
影响：其一，地震发生后较短时间内，公众对公职人员的评价与信任程
度的变化；其二，在差序政府信任的结构性特征下，地震带来的边际效
应在各级官员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结合现有研究，本文认为，在面对外生的自然灾害时，受灾情况、政
府的救灾措施以及救灾过程中的信息传递这三个要素共同影响公众的
政治支持。

首先，巨大灾害的冲击及救灾行为会影响公众的政治支持。灾害
发生后不久，面对自然灾害，公众本能爆发的团结情绪、同情心、爱国心
等可能会迅速提高公众的政治支持。这一机制类似于“团结在旗帜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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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ｒａｌｌｙ　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ｆｌａｇ）效应（简称“团结”效应）。在国际关系研究
中，面对外生冲击或国际性危机时，由于政治精英的修辞渲染、媒体报
道等，公众对总统等领导人物的政治支持可能在短期内迅速提高
（Ｂａｋｅｒ　ａｎｄ　Ｏｎｅａｌ，２００１；Ｂａｕｍ，２００２；Ｇｒｏ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ａｕｍ，２００８）。这是
一种类似应激反应的公共心理效应。比如，“９·１１”恐怖袭击发生后，
在媒体各种情绪化的宣传与报道的影响下，美国公众团结一致、同仇敌
忾，大力支持了时任布什政府的反恐计划（Ｎｏｒｒｉ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与
这种心理机制相似，面对汶川地震这一天灾，各地公众通过献血、捐款、
志愿活动等支援灾区，许多ＮＧＯ也组成了救灾团队协助政府救助，并
表现出对政府及公职人员的高度支持（Ｔｅｅｔｓ，２００９）。

４．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地震当天即到达成都，并在此后近一周内走
访受灾地区，并于２００８年９月重访灾区；时任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也于２００８年５月

１６日前往灾区查看灾情、慰问受灾群众。这无疑给予灾区和全国公众巨大的精神鼓励。相
关报道参见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ｌｄｈｄ／２００８－０５／１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９６８７１１．ｈｔｍ，访问于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日。

同时，作为外生变量的自然灾害也会通过影响公众对公共救援的
期待，进而影响公众对政府的支持。通常而言，洪灾、旱灾和地震等自
然灾害越严重，公众对公共救援的期待越高（Ａｂｎｅｙ　ａｎｄ　Ｈｉｌｌ，１９６６）。
而且，这种期待很可能在短期内转换为公众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支持。
在这种期待与“团结”效应的感染下，如果领导人能够在灾后第一时间
进入救灾和重建现场，或者政府能够在短时间内动员大量资源投入救
灾和灾后重建，都可能赢得广泛的政治支持（Ｄｒｕｒｙ　ａｎｄ　Ｏｌｓｏｎ，１９９８）。
比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在２０１４年森林大火后慰问灾区的“示范效应”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使其本人和执政党在灾后赢得了广泛的政治支
持（Ｌａｚａｒｅｖ，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４２００２年德国发生易北河洪灾后，在该年的
选举中，得益于大量的救助政策，受灾地区对执政当局的支持率至少上
升了７个百分点，在２００５年的选举中受灾地区的支持率增加了２５％，
这一“选民的感激”（ｖｏｔｅｒ　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效应直到２００９年的选举才消失
（Ｂｅｃｈｔｅｌ　ａｎｄ　Ｈａｉｎｍｕｅｌｌｅｒ，２０１１）。相关研究也表明，政府的赈灾财政
支出（而非灾害预防支出）会受到公众的“褒奖”，进而增加政治家在选
举中获胜的概率（Ｈｅａｌｙ　ａｎｄ　Ｍａｌｈｏｔｒａ，２００９）。

但是，这种应激性的凝聚力如果没有得到制度化的支持和转化，很
可能难以长期维持。政府短期的公共救援措施与长期的灾区治理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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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反映的内容存在差异：前者往往是政府应急能力和短期效率的体现，
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政治制度能否长期有效地运转。５

５．在灾后长期的重建过程中，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效率依然是公众政治信任的重要影响因素。
此时，行政能力和效率可以具体化为灾后重建过程中政策执行的公平性、效率和信息公开程
度。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政府是否公平地发放救灾物资和居民的政策公平感是影响民众对基
层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李智超、孙中伟、方震平，２０１５；尉建文、谢镇荣，２０１５）。

６．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网络上出现了一些与电视新闻关注点不同的帖子和讨论，例如，对部
分官员在地震中表现不力被免职的讨论、对部分建筑物质量是否达标的讨论、对“范跑跑”事
件的关注等，这些网络话题有可能降低受众的政治信任。

从灾后政府的短期举措来看，如果政府公共救援的结果未能达到公
众预期，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很可能会降低（Ｈ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此外，如
果公众认为行政部门没有担负起应有的救灾责任，也可能指责政府无
能，导致公众的政治信任度下降。２００５年美国政府在应对“卡特尼娜”飓
风时一度行政瘫痪（Ｂｏ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２００５），各级政府对自身
角色与责任认知不清，导致跨政府救助失灵、效率低下（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２００８），
这些均会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同理，在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过程
中，一些地方政府并未公平地发放救灾物资或者在政策执行中存在“变
通”“共谋”甚至腐败行为，影响了灾区民众的政策公平感，导致当地群众
对政府的满意度降低（李智超等，２０１５；尉建文、谢镇荣，２０１５）。

除了实际的受灾情况和政府的救灾措施之外，新闻宣传的议程、渠
道与力度也是影响公众政治支持的中介因素。媒体不单单是第四权力，
其在塑造话题、设置公共议程上也具有重要影响。在报道灾难事实和救
灾进程时，媒体选择的视角、话题和态度对政府能否赢得公众支持和信
任具有重要作用。在救灾过程中，如果媒体正面报道救灾进程，易使受
众尤其是电视观众提高其对政府救灾工作的满意度；相反，如果媒体大
量报道救灾或灾后重建过程中的救灾不力、贪污腐败等问题，公众对执
政者的表现则会有更多不满（Ｋａｔｚ　ａｎｄ　Ｌｅｖｉｎ，２０１６）。相关研究也发现，
在汶川地震后最初几天，公众对政府的支持度明显上升；而震后两周左
右，由于纸媒和网络媒体深入报道受灾地区建筑的质量问题，受访者的
政治支持程度出现了明显的下降（Ｌａｎｄ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ｏｃｋｍａｎｎ，２００９）。６

在公众政治信任变化的过程中，媒体报道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在汶川地震这一案例中，传统媒体承担了主要的传播与报道的责任，其
中电视媒体是最为重要的即时报道渠道。截至２００８年年底，我国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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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综合人口覆盖率高达９６．９５％，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电视机

１３２．８９台，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电视机１０９．１０台（国家统计局，

２００９）。平均来看，不论城市还是农村，每户家庭至少拥有一台电视机，

且大部分位于电视信号覆盖的地区。与之相对，２００８年年底，我国的
互联网普及率仅为２２．６％，覆盖范围远低于电视媒体（中国互联网协
会，２００９）。在这些电视媒体中，中央电视台最为重要。作为电视传媒
中权威性高、频道最多、覆盖范围最广的中央级媒体，中央电视台新闻
频道在地震发生３２分钟后就播出了第一条灾情新闻；５２分钟后即推
出了直播特别节目《关注汶川地震》（刘振生，２００８）。中央电视台也是
随温家宝总理进入灾区、最先直播领导人灾区讲话的媒体。７从地震灾
害发生至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０日，中央电视台各频道推出的汶川地震直播
特别节目总时长达６７６小时，创下中国直播史的记录（国家广播电影电
视总局，２００９）。中央电视台主要对灾区的救援情况和灾后重建进行了
报道，在镜头中表现了国家的动员能力和领导人的重视，激发了公众的
同情心、爱国心和团结一致面对困难的信心与希望（邱金锋，２００９；夏文
蓉，２００８；严三九、王虎，２００８）。公众接收央视新闻报道的多少很可能
是影响其对官员信任的中介因素。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和推论：

７．参见人民网，ｈｔｔｐ：／／ｐａｐｅｒ．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ｒｍｒｂ／ｈｔｍｌ／２００８－０６／０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４８６６３７８７．
ｈｔｍ，访问于２０１８年７月２日。

假设１：在地震发生后的短时间内，公众对各级官员的信任程度显
著上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的政治信任逐渐回落到日常水平。

推论１：公众对官员信任程度上升的中介因素是其接收央视媒体
报道的频率。

本文也试图探究外生自然灾害对公众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现有
诸多研究观察到中国公众往往表现出差序政府信任的特征，即公众对
中央政府以及省市县政府的信任度由高到低递减（管玥，２０１２；李连江，

２０１２；Ｌｉ，２００８，２０１３，２０１６；Ｓｈｉ，２００１；Ｗｕ　ａｎｄ　Ｗｉｌｋｅｓ，２０１７）。有学者在
灾后重建区域进行的研究发现，灾区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同样呈现“中
央高、地方低”的特征（尉建文、谢镇荣，２０１５）。这从侧面印证了，即使
加入自然灾害的外生冲击因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依然具有结构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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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李连江（２０１２：１１０）使用与本文相同的数据研究发现，公众对中央、
省、市／县三级政府官员的信任度的确存在结构性差异。尽管如此，少
有研究讨论外生自然灾害对不同层级政府官员信任程度的边际影响是
否存在差异。

对此，本文认为，自然灾害发生后，公众对各级政府及其官员信任
程度的变化可能存在差异，即公众对中央政府官员信任的边际增长效
应很可能会低于其对地方政府官员信任的边际增长效应。其作用机制
与形成差序政府信任的两大因素紧密相关。其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
府的分工及其在民众印象中的角色。李连江（Ｌｉ，２００４）通过调研发现，
农村地区的公众之所以对央地政府持有显著不同的信任度，很可能源
于其对央地政府分工和央地关系的认识———中央的政策意图可能是好
的，但地方在施行时却可能变“坏”。如果借助王正绪（Ｗａｎｇ，２００５：

１１４）提出的“想象政府”（Ｉｍａｇｉｎｅｄ　Ｓｔａｔｅ）与“实际政府”（Ｒｅａｌ　Ｓｔａｔｅ）这
一对概念，那么中央政府类似于前者，而地方政府往往扮演了后者的角
色。换言之，与公众打交道的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公众
切身遭遇的负面经历大多来自地方政府，而中央政府主要担任“公正的
裁决者”的角色。中央政府与公众之间在制度上存在着巨大的“缓冲空
间”，加剧了央地政府信任的差距。其二则与信息传播和媒体议程设置
有关。相关研究（Ｗｕ　ａｎｄ　Ｗｉｌｋｅｓ，２０１７）发现，在解释中国公众政治信
任的差序化时，与政治控制相关的变量解释力最强———政治控制主要
指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媒体信息传播策略。聚焦于中国媒体与新闻传播
的有关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引导媒体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其对特定层级
政府（即中央政府）的批评，而非限制其对各级政府的批评（Ｇｂｅｌ　ａｎｄ
Ｏｎｇ，２０１２）；中央政府会通过央视的某些新闻节目（比如焦点访谈）批
评地方政府或官员，以此提升公众对中央政府的支持（Ｃｈａｎ，２００２；

Ｓｔｅｉｎｈａｒｄｔ，２０１６）。这种媒体政策使中央政府得以将可能产生的合法
性危机置换为地方政府的绩效危机。

然而，在类似汶川地震的自然灾害发生后，这两类机制的运作可能
不同于日常情况。在汶川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的过程中，中央政府主
要负责资源动员和政策制定等宏观层面的工作，而灾区地方政府主
要负责落实中央政策，开展分配物资、安排抢救伤员、救助受灾群众
和灾后初步重建等工作。在此非常且紧急时期，由于对灾情和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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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的相对了解，灾区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往往成为第一线的救助者。
另一方面，在灾后初期，为了营造上下团结一心、共同救灾的氛围，中
央媒体的议程设置模式也相应发生改变（邵培仁、潘祥辉，２００８）：除
了及时充分传达灾区信息之外，中央媒体会更多、更密集地报道宣传
地方公职人员的日常救灾与先进事迹，对地方干部的负面报道则相
对较少（Ｌａｎｄ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ｏｃｋｍａｎｎ，２００９）。８考虑到民众对中央政府官员
的信任程度通常已经很高，边际增长效应有限，而对地方政府官员的
信任程度则有较大的边际增长空间，强力的救灾举措会使公众对地
方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增长更多。基于对上述两种机制叠加作用的
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８．在汶川地震“全国抗震救灾模范名单”中，一半以上的为不同层级的地方公职人员，包括县
级市主要干部、职能部门负责人、基层公安干警、乡镇办事人员等，中央媒体也对此进行了详
细的报道，参见人民网，ｈｔｔ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１０２６／８１４７６０３．ｈｔｍｌ，访问于２０１８
年７月２日。

假设２：相对于地震前，地震后公众对中央与地方官员信任程度的
边际增长变化存在“央弱地强”的“反差序”特征。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
本文使用２００８年公民文化与和谐社会调查（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ｕｒｖｅｙ）数

据，在个体层面检验上述假设。该项调查由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和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Ｔｅｘａｓ　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合作进行。调查时间从

２００８年４月２日至６月７日，即“５·１２”汶川大地震前３９天至地震后

２６天。该调查采用ＧＰＳ／ＧＩＳ（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辅助的区
域抽样方法，首先根据地理行政划分和城乡差异将３１个省、市、自治区
（港、澳、台除外）分为１６个层，依照比例分层的方法共抽取７５个县区
作为初级抽样单位（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ｕｎｉｔｓ，ＰＳＵ），每个县区中再选取
两个乡镇或街道作为次级抽样单位（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ｕｎｉｔｓ，ＳＳＵ），
共选定１５０个乡镇／街道。然后在各乡镇／街道使用与单元格人口密度
成比例的ＧＰＳ／ＧＩＳ区域抽样方法抽选单元格，在每个单元格内部按照
等距抽样的方法抽选受访地址，在受访地址内按照Ｋｉｓｈ抽样表抽取一
名符合调查条件的成年人作为受访人，面对面进行问卷调查 （严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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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Ｌａｎｄｒｙ　ａｎｄ　Ｓｈｅｎ，２００５；Ｓｈ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Ｚｅｎｇ，２０１２）。该问卷调查实
际抽样中符合调查条件的地址总数为５　５２５个，最终完成有效样本数

３　９８９份，有效完成率为７２．１９％。图１展示了这些样本在时间上的分
布，可以看到，地震前的样本占到了总样本的８５．０３％（３　３９２），地震后
的样本量为５９７（１４．９７％）。突发地震使得后续调查无法完全按照原
计划进行，其中四川和云南的两个县共４５个样本因地震影响未能进入
后续数据库。因此，尽管样本整体能够反映中国人口的整体特征，但地
震前后的样本本身并不完全随机（Ｌａｎｄ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ｏｃｋｍａｎｎ，２００９）。这
要求研究者在建立模型时进行相应的调整。

图１：数据样本的时间分布（２００８年）

（二）变量设置与分析策略
被解释变量。问卷分别测量了受访者对中央政府官员、省政府官

员和区县级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从非常信任到非常不信任分为１～４
档。本研究将其反向重新编码为１～４的定序变量，数字越大代表信任
程度越高；将公众对中央、省、区县三级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取均值，可
得到公众的官员信任均值。９

９．公众对三级官员信任的克隆巴赫系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为０．８５４，表明这些变量具有较
高的内部一致性。

处理效应。本研究试图从两方面来测量地震的干预效应。其一，
与李磊等学者（Ｌａｎｄ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ｏｃｋｍａｎｎ，２００９）的研究类似，本研究将地
震后（５月１３日）的受访者编码为１，之前为０。其二，本研究将地震后

１０天内的样本根据受访时间先后分别编码为０～９，１０天之后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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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编码为１０，以测量潜在的时间趋势效应。
控制变量。在个人特征方面，本研究控制了年龄（样本受访时点的

年龄）、性别（男性＝１）、是否来自农村地区（是＝１）和受教育水平。其
中受教育水平分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及同等阶段教育）、大学本科
及以上（及同等阶段教育）五个层次。１０同时，本研究也控制了个体的收
入水平（个人月收入取对数）、党员身份（党员＝１）、人际信任（四分变
量，数字越大表明对陌生人信任程度越高）。

１０．问卷调查了受访者在各个阶段接受教育的时间，而没有确认其最终获得的学历，因此这
个变量是以受访人是否曾经接受过该阶段教育为测量标准，而非受访人的学历，也不同于其
受教育年限。

在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方面，本研究控制了个体对政治事务感兴
趣的程度（四分变量，数字越大表明越感兴趣）；政治集会、请愿与游行
等政治参与的情况（３＝参与过、２＝没参与但想参与、１＝永远不想参
与）；公众对腐败的主观感知（０～１０的定序变量，数字越大代表受访者
认为现今腐败问题越严重）。此外，在媒体信息接收方面，本研究还控
制了受访者的互联网使用情况（有使用＝１），以及观看中央电视台新闻
的时间（过去一周内观看的天数）。

表１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变量在地震前后的均值比较。有
两个问题可能影响因果关系的推断：首先是样本缺失问题，一些关键变
量上样本缺失较多，其潜在的估计偏误会影响估计结果（Ｋｉｎｇ，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其次是控制组与实验组在某些协变量（比如城乡地区、受教育水
平、月收入等）上存在显著差异，可能对研究推断产生混淆效应
（ｃｏｎ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胡安宁，２０１２）。

为了分析地震前后公众政治信任度的变化及其机制，本文的分析
包含四个步骤。第一步是用最小二乘法（ＯＬＳ）进行基准模型估计。在
第二步中，本研究试图处理协变量存在显著差异和样本缺失的问题：

针对前者，使用熵均衡（ｅｎｔｒｏｐｙ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进行数据的再平衡处理；针
对后者，使用多重插补方法（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来填补缺失值，而后
再进行回归分析。第三步是趋势分析，即观察公众政治信任的变化趋
势。这一步也是安慰剂检验，本研究把“‘５·１２’地震后”这个变量换成
地震一周后（即５月１９日之后）或两周后（即５月２６日之后），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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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变量描述性统计与均值比较
变量名 样本量 缺失率（％）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５·１２”地震前后 ３　９８９　 ０．００　 ０．１５０　 ０．３５７　 ０　 １
官员信任：中央 ３　１１２　 ２１．９９　 ３．２８８　 ０．７８７　 １　 ４
官员信任：省级 ２　９４５　 ２６．１７　 ２．９３７　 ０．８１３　 １　 ４
官员信任：区县 ３　０９５　 ２２．４１　 ２．７２４　 ０．８４０　 １　 ４
官员信任：均值 ２　８２５　 ２９．１８　 ８．９６９　 ２．１５０　 １　 ４
年龄 ３　９８９　 ０．００　 ４５．９８６　 １５．６３３　 １８　 ９２
性别（男性） ３　９８９　 ０．００　 ０．４８２　 ０．５００　 ０　 １
农村 ３　９８９　 ０．００　 ０．７７３　 ０．４１９　 ０　 １
受教育水平 ３　９８６　 ０．０８　 １．５７６　 １．１０２　 ０　 ４
月收入（对数） ２　０３８　 ４８．９１　 ６．６６９　 ０．９６３　 ２．７１　 ９．９０
党员 ３　９８５　 ０．１０　 ０．０８３　 ０．２７６　 ０　 １
人际信任 ３　６４７　 ８．５７　 １．７４１　 ０．６３４　 １　 ４
政治兴趣 ３　９２１　 １．７０　 ２．３６３　 ０．９２６　 １　 ４
参与政治集会 ３　６１４　 ９．４０　 １．８８７　 １．２８５　 １　 ５
参与请愿 ３　３６３　 １５．６９　 １．３９０　 ０．８０９　 １　 ５
参与游行 ３　４４６　 １３．６１　 １．１８１　 ０．５２４　 １　 ５
是否使用互联网 ３　９８９　 ０．００　 ０．１２１　 ０．３２６　 ０　 １
观看央视新闻频率 ３　６４２　 ８．７０　 ３．３３３　 ２．９３３　 ０　 ７
主观腐败程度 ３　３２２　 １６．７２　 ７．２２９　 ２．７１９　 ０　 １０

“５·１２”地震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５·１２”地震后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值差

官员信任：中央 ２　６０５　 ３．２８３　 ０．７９６　 ５０７　 ３．３１８　 ０．７４１ －０．０３５
官员信任：省级 ２　４５８　 ２．９３０　 ０．８１８　 ４８７　 ２．９７３　 ０．７８９ －０．０４４
官员信任：区县 ２　５８８　 ２．７００　 ０．８４８　 ５０７　 ２．８４８　 ０．７８７ －０．１４８＊＊＊

官员信任：均值 ２　３４５　 ２．９７９　 ０．７２２　 ４８０　 ３．０４２　 ０．６８７ －０．０６３
年龄 ３　３９２　４６．２３４　１５．７０１　 ５９７　 ４４．５８０　１５．１７５　 １．６５５＊
性别（男性） ３　３９２　 ０．４８１　 ０．５００　 ５９７　 ０．４９１　 ０．５００ －０．０１０
农村 ３　３９２　 ０．７８５　 ０．４１１　 ５９７　 ０．７０５　 ０．４５６　 ０．０８０＊＊＊

受教育水平 ３　３９０　 １．５４４　 １．１０９　 ５９６　 １．７５３　 １．０４１ －０．２０９＊＊＊

月收入（对数） １　７１０　 ６．６４１　 ０．９７３　 ３２８　 ６．８１５　 ０．９００ －０．１７４＊＊

党员身份 ３　３９０　 ０．０８２　 ０．２７５　 ５９５　 ０．０８６　 ０．２８０ －０．００３
人际信任 ３　０７０　 １．７４８　 ０．６３４　 ５７７　 １．７０７　 ０．６３７　 ０．０４１
政治兴趣 ３　３３１　 ２．３４６　 ０．９３２　 ５９０　 ２．４５６　 ０．８９０ －０．１１０＊＊

参与政治集会 ３　０３０　 １．８８８　 １．２８５　 ５８４　 １．８８２　 １．２８６　 ０．００６
参与请愿 ２　８１７　 １．３９３　 ０．８２４　 ５４６　 １．３７９　 ０．７２３　 ０．０１３
参与游行 ２　８７５　 １．１８５　 ０．５３９　 ５７１　 １．１６３　 ０．４４３　 ０．０２２
是否使用互联网 ３　３９２　 ０．１２０　 ０．３２５　 ５９７　 ０．１２４　 ０．３３０ －０．００４
观看央视新闻频率 ３　０７３　 ３．０９４　 ２．９１７　 ５６９　 ４．６２２　 ２．６７３ －１．５２８＊＊＊

主观腐败程度 ２　７８８　 ７．２４６　 ２．７４４　 ５３４　 ７．１３７　 ２．５８３ －０．１１０
　　注：＊＊＊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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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与救灾报道在相对较长时间之后的影响。第四步是对变化机制的
分析，本研究以观看央视新闻的频率作为中介变量进行相关分析。

四、实证结果与解释

表２展示了使用ＯＬＳ得到的基准模型（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ｍｏｄｅｌ）。本研究
使用ＯＬＳ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相对于有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ＯＬＳ
估计可以直接从系数中得到边际效应，较为直观和简洁（参见陈钊等，

２０１４）；其次，其后的子样本分析、时间趋势分析以及安慰剂检验等都是
以公众对各级政府官员的总体信任度为因变量，而这一变量是连续变
量。此外，在基准模型中使用ＯＬＳ也使公众对各级官员信任度（定序
变量）和总体信任度（连续变量）模型可以更好地进行相关比较。

１１．具体而言，熵均衡可以在均值、方差和偏度系数等方面设定矩约束条件，具体软件操作流
程见相关研究（如Ｈａｉｎｍｕｅ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Ｘｕ，２０１３）。

１２．在控制变量方面，插补后的结果与ＯＬＳ估计的结果差异不大，为节省篇幅，未在文中报
告，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联系通讯作者索取。

表３是经过熵均衡加权后的估计结果。熵均衡法的主要作用是在
观察性数据（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中实现二分类干预变量（控制组与干
预组）间的协变量均衡处理；相对于倾向值匹配等其他方法，熵均衡法
直接在权重调整中加入平衡检验，避免了匹配后再进行平衡检验的间
接寻找过程（Ｈａｉｎｍｕｅｌｌｅｒ，２０１２）。１１此外，本研究也利用马尔科夫链蒙
特卡洛方法（ＭＣＭＣ）对数据进行了多重插补处理（严洁，２０１７；Ｓｃｈａｆｅｒ，

１９９７），将个体对各级官员的信任度、人际信任、政治参与类变量、信息
接收类变量以及腐败感知等均定义为插补变量。考虑到缺失信息比
例、相对效率以及参数的稳定性，本研究将插补次数定义为２０次。表

４展示了多重插补后的回归结果。
从表２、３、４可以看出，三种估计方式均表明，地震后公众对中央官

员、省级官员、区县级官员的政治信任度以及总体信任度都有显著提
升。这与之前的预期一致：在自然灾害发生后，民众对各级政府官员的
支持与信任程度提高。此外，由表２可知，来自农村地区、政治兴趣更
高、人际信任度更高、有政治集会经历的公众对官员的信任程度更高，
而使用互联网以及主观腐败认知程度更高的受访者则更倾向于表达出
政治不信任。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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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地震发生前后公众对官员信任程度的实证分析
（１） （２） （３） （４）

中央官员 省级官员 区县官员 官员信任均值
地震前后 ０．１４８＊＊ ０．１９６＊＊ ０．２６２＊＊＊ ０．１９３＊＊＊

（２．３５） （２．４８） （２．９１） （２．８０）

年龄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１．５７） （１．４７） （１．２９） （１．５４）

性别（男性）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４
（０．４８） （０．２５） （－１．００） （－０．０８）

农村 ０．１３５＊ ０．１７６＊＊＊ ０．１０５　 ０．１４０＊＊

（１．８９） （２．８０） （１．６６） （２．４３）

受教育水平 ０．０７７＊＊ ０．０６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６８＊＊

（２．５５） （１．９２） （１．３６） （２．３８）

月收入（对数） －０．０８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９＊＊

（－３．１０） （－１．１０） （－０．９５） （－２．０４）

党员 －０．１３６ －０．１１８ －０．１３５＊ －０．１１１
（－１．５４） （－１．４２） （－１．９６） （－１．４８）

人际信任 ０．０７３　 ０．１６４＊＊＊ ０．２１６＊＊＊ ０．１５２＊＊＊

（１．４４） （３．３４） （４．１０） （３．１２）

政治兴趣 ０．０９８＊＊＊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６＊＊＊

（２．７４） （３．５４） （３．８０） （４．１１）

参与政治集会 ０．０６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５＊＊

（２．６９） （１．６０） （１．７０） （２．２０）

参与请愿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８
（－０．９１） （－０．８７） （－１．４３） （－１．０７）

参与游行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０ －０．１３０＊＊ －０．１１１＊＊

（－１．４２） （－１．３３） （－２．０４） （－２．０８）

使用互联网 －０．２１３＊＊＊ －０．１４３＊＊ －０．１２０＊ －０．１７９＊＊＊

（－２．７１） （－２．０７） （－１．７７） （－２．８０）

观看央视新闻频率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１＊

（１．９５） （１．４４） （０．５４） （１．８１）

主观腐败程度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４＊＊＊

（－２．１９） （－３．８９） （－４．２０） （－３．５５）

常数项 ３．１４０＊＊＊ ２．３９７＊＊＊ ２．４４２＊＊＊ ２．６８９＊＊＊

（１２．０５） （９．０２） （８．８６） （１１．６９）

ｎ　 １　１９８　 １　１５６　 １　２０６　 １　１０２
Ａｄｊ　Ｒ２　 ０．０８０　 ０．０９３　 ０．１０６　 ０．１０９

　　注：１．官员信任均值为公众对中央、省级与区县各级官员信任的样本均值（下
同）；２．括号内是稳健性ｔ值，模型均为区县聚类标准误；３．＊＊＊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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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熵权重加权后的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中央官员 省级官员 区县官员 官员信任均值
地震前后 ０．１６８＊＊＊ ０．２０４＊＊＊ ０．２６８＊＊＊ ０．２１０＊＊＊

（３．０６） （２．６９） （３．０４） （３．３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ｎ　 １　１９８　 １　１５６　 １　２０６　 １　１０２
Ａｄｊ　Ｒ２　 ０．０６６　 ０．０７８　 ０．１１４　 ０．０９５

　　注：１．括号内是稳健性ｔ值，模型均为区县（ＰＳＵ）聚类标准误；２．＊＊＊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１。

表４：多重插补后的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中央官员 省级官员 区县官员 官员信任均值
地震前后 ０．１０７＊ ０．１６３＊＊ ０．２２６＊＊＊ ０．１５０＊＊＊

（１．８２） （２．３８） （２．９３） （２．４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ｎ　 ３　９８２　 ３　９８２　 ３　９８２　 ３　９８２
Ａｄｊ　Ｒ２　 ０．０９９　 ０．０８３　 ０．１００　 ０．０９７

　　注：１．括号内是稳健性ｔ值，模型均为区县（ＰＳＵ）聚类标准误；２．＊＊＊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１；３．插补后各变量的相对效率（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均
在０．９５以上。

　　此外，在忽略较小样本量差异的情况下，相较于地震前，地震后公众
对区县官员、省级官员与中央官员信任的边际增长率按照大约５％的程
度依次递减。这一边际增长效应的分布特征与原有的差序政治信任格
局正好相反。由于中国的治理结构特征，地方政府通常负责具体的政策
执行，灾后第一线的救助者更多来自于地方政府，而且灾后中央媒体对
地方公职人员的报道也更加正面和立体，因此，震后公众对基层政府信
任的边际增长率更高。

１３．按计划，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当年３月底从希腊开始，整个４月在全球传递，５月

２日进入香港，开始在中国境内的火炬传递活动。

由于调查数据是在２００８年４月初到６月初采集，前后超过两个月时
间。在此期间，很可能会有另外一些大的事件干扰公众对各级官员的支
持与信任，比如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１３本研究通过选取地震发
生前后短时间内的数据以尽可能排除其他事件的干扰。表５是地震前
后一周（５月５日至５月１９日）与两周（４月２９日至５月２６日）内受访样

·２７１·

社会·２０１８·５



本的分析结果，多种模型估计的结果均与上述发现相一致。这也更有力
地证明了是地震及其后续效应而非其他事件导致公众对各级官员信任
程度的上升。

表５：地震发生前后公众对官员信任程度的子样本分析（前后一周与两周）
官员信任均值 官员信任均值 官员信任均值

地震前后（样本包括前后一周） ０．２２１＊＊＊（３．２３） ０．１７６＊＊＊（２．９９）０．２３４＊＊＊（３．３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熵权重 否 是 否
多重插补 否 否 是

ｎ　 ２５０　 ２５０　 ５０７
Ａｄｊ　Ｒ２ ０．１０４　 ０．１１３　 ０．１３２

　 官员信任均值 官员信任均值 官员信任均值
地震前后（样本包括前后两周） ０．１５３＊＊＊（３．０１） ０．２４７＊＊＊（３．４３）０．１５９＊＊＊（３．３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熵权重 否 是 否
多重插补 否 否 是

ｎ　 ５００　 ５００　 ９４１
Ａｄｊ　Ｒ２ ０．１０３　 ０．１２４　 ０．０９８

　　注：１．括号内是稳健性ｔ值，模型均为区县（ＰＳＵ）聚类标准误；２．＊＊＊ｐ＜
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３．地震前后一周的样本即包括从５月５日
（含）到５月１９日（含）的受访者，地震前后两周的样本则包括从４月２９日
（含）到５月２６日（含）的样本。

　　接下来，表６报告了灾后公众对官员信任程度的趋势分析。可以
看到，公众对各级官员的信任均呈现随时间增长的趋势。随后，本研究
使用熵均衡再加权和多重插补对数据进行处理，再使用ＯＬＳ分析灾后
公众对官员整体信任度的变化，结果依然呈增长趋势。总体而言，在地
震发生后较短时间内，公众对官员的信任度会受到持续影响。随着灾
情与救灾信息的扩散与积累，公众对官员的支持程度在短时间内保持
增长趋势。

在表７中，本研究通过人为修改干预效应的时间节点来观察灾
后公众对官员信任程度的动态变化。如果干预效应的时间节点移到
地震发生一周后，可以发现地震于公众对官员信任程度的强化效应
依然存在；如果干预效应的时间节点设定在地震发生两周后，这一效
应便不再显著。换言之，地震导致的会众对政府支持程度的上升在
地震发生两周之后便不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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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地震后公众对官员信任程度的时间趋势分析
中央官员 省级官员 区县官员

地震后时间趋势 ０．０１９＊＊（２．１２） ０．０２６＊＊（２．１３） ０．０３５＊＊（２．６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熵权重 否 否 否
多重插补 否 否 否
ｎ　 １　１９８　 １　１５６　 １　２０６
Ａｄｊ　Ｒ２　 ０．０８０　 ０．０９２　 ０．１０７

官员信任均值 官员信任均值 官员信任均值
地震后时间趋势 ０．０２５＊＊（２．４５） ０．０２５＊＊（２．６３） ０．０２３＊＊（２．３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熵权重 否 是 否
多重插补 否 否 是
ｎ　 １　１０２　 １　１０２　 ３　９８２
Ａｄｊ　Ｒ２　 ０．１０９　 ０．０９３　 ０．０９７
　　注：１．括号内是稳健性ｔ值，模型均为区县聚类标准误；２．＊＊＊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１。

表７：地震发生一周与两周后公众对官员信任程度的比较分析
官员信任均值 官员信任均值 官员信任均值

地震发生一周后 ０．１９３＊＊＊（２．８０） ０．２１０＊＊＊（３．３１） ０．１８３＊＊＊（２．７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熵权重 否 是 否
多重插补 否 否 是
ｎ　 １　１０２　 １　１０２　 ３　９８２
Ａｄｊ　Ｒ２　 ０．１０９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８

官员信任均值 官员信任均值 官员信任均值
地震发生两周后 ０．１０８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１

（１．２６） （０．４７） （０．３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熵权重 否 是 否
多重插补 否 否 是
ｎ　 １　１０２　 １　１０２　 ３　９８２
Ａｄｊ　Ｒ２　 ０．０９９　 ０．０７２　 ０．０８８
　　注：１．括号内是稳健性ｔ值，模型均为区县聚类标准误；２．＊＊＊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１；３．地震发生一周后即以５月１９日之后的受访
者为干预组，同理，地震发生两周后以５月２６日之后的受访者为干预组。

　　这种变化主要源于媒体的议程设置以及公众理性的回归与关注重
心的转移。在地震发生后近一周内的时间里，各类媒体尤其是中央媒
体报道的重心是政府的救灾行动和如何应对余震威胁，尤其是对国家
主要领导人灾后慰问的报道以及宣传各类救灾英雄事迹（Ｌａｎｄ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ｏｃｋｍａｎｎ，２００９）。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灾情与救灾行动的直接报
道逐渐减少，重心逐渐转向全国性的哀悼、灾后重建和灾情问责。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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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了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３日至５月３１日《人民日报》所有版面上与地震
相关的报道的图片主题统计。作为最重要的中央级纸质媒体，《人民日
报》的报道策略可以反映出大部分官方媒体在地震报道方面的重心变
化。在３４１张图片中，占比最多的是“救援队伍抢险救灾与灾情”，占总
体的４２．５％，主要集中在地震发生后一周内。在这一主题之中，绝大
部分的图片报道集中展示救援队伍抢险救灾的画面，而非传达群众受
灾的惨状，这符合灾难报道的新闻伦理以及稳定社会情绪的需要。地
震发生一周后，“恢复与重建”主题的图片数量逐渐上升，成为图片报道
的主体内容。此外，类似官员失职、救灾资金滥用、灾区校舍倒塌等报
道逐渐增多（南方周末，２００８；Ｃｈｅｎ，２００９），也可能导致公众的政治信
任回落。

１４．在具体分类上，“救援队伍抢险救灾与灾情”包括三类主题的图片：救援队伍（各地救援
队、消防队伍、解放军与医疗人员）抢险救灾、救援队伍速写（累极休息，中途吃饭、喝水等）以
及群众受灾情况（例如倒塌的房屋、群众哭泣、亲人团聚画面等）。“恢复与重建”主要是关于
灾区民众恢复日常生活秩序的图片，包括搭建帐篷、帐篷中生活、学生复课、儿童接受心理辅
导等。“八方支援”则主要指其他地区的民众捐款、献血，救灾物资生产、工厂赶工等画面。
“哀悼”特指“全国哀悼日”设立之后，各地举行哀悼活动的画面，因此其最大值出现在５月２０
日，即全国哀悼日次日。“领导人”主题指中央领导人访问灾区，指挥、视察救灾情况。“军民
互助与地方干部”包含了两类主题的图片：一类是灾区军民互助，例如民众给救援队送菜、做
饭等；另一类则是灾区地方干部，主要是基层干部，在救灾和灾区重建过程中的表现。

图２：《人民日报》汶川地震报道图片主题统计１４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３日至５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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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政治传播往往具有时效性，非灾区公众难以长期持续关
注汶川地震，对同一事件长期的重复报道反而会使公众的关注度下降
（Ｈｉｌｌ，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而且，灾后某些媒体过度的“悲情传播”还可能弱
化公众对灾难的情绪感知，适得其反（陈翔，２００８）。图３展示了“汶川
地震”发生后到２００８年５月３１日百度搜索指数的变化，由此可以看出
网民对地震关注程度的变化。网民通过电脑端口对“汶川地震”这一关
键词进行搜索的频率在地震后第一天（５月１３日）与一周后（５月

１９日，全国哀悼日首日）分别达到峰值，在哀悼日之后逐渐减少，再无
回升。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逐渐回归理性，地方治理中的负面要素则
逐渐暴露出来，由外生自然灾害冲击导致的“团结”与“示范”效应逐步
消散。

图３：关于“汶川地震”的百度搜索指数（２００８年５月）

　　资料来源：作者通过“百度指数”数据自制。

１５．因果中介分析由两个方程构成：第一个方程是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直接估计干预变量对
中介变量的影响，第二个方程则是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同时估计干预变量和中介变量对因变
量的影响。

　　自然灾害发生后，公众政治信任变化的机制何在？相关研究
（Ｃｈｅｎ，２００９；Ｌａｎｄ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ｏｃｋｍａｎｎ，２００９）和本文分析均表明，国家主
导下的媒体议程设置和报道策略在灾后初期对公众的政治支持具有重
要影响。对此，本研究应用今井耕介等学者（Ｉｍａ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提出的
因果中介分析（Ｃａｓｕ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来检验地震后公众对官员信
任程度变化的相关机制。１５由表８可以看出，地震后公众观看央视新闻
的频率是影响其对官员信任程度的中介因素。在其他控制条件一致
时，出于对灾情与救灾的关注，公众在地震后明显增加了观看央视新闻
的频率。同时，观看央视新闻的频率也显示出一定的政治信任促进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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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即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公众观看央视新闻报道的频率每增加１个单
位，其对官员的总体信任度提升约３个百分点。

表８：地震发生前后的相关中介因素分析
中介变量 因变量

观看央视新闻 总体政治信任度
回归模型

地震发生前后 １．１２１＊＊＊ ０．５８９＊＊＊

（５．９２） （３．７０）

观看央视新闻 ０．０３２＊

（１．９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Ｆ ２５．０７＊＊＊ １９．９９＊＊＊

Ａｄｊ　Ｒ２ ０．２３４　 ０．１１
ｎ　 １　１０２　　 １　１０２　　
平均效应分解
平均因果中介效应（ＡＣＭＥ） ０．０３６＊

直接效应（ＤＥ） ０．５７６＊＊＊

中介效应比例（％） ０．０５６

　　注：括号内是ｔ值；＊＊＊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五、结论与启示

公众对特定政治机构或公职人员的信任既受其青少年时期政治社
会化历程和特定政治文化的影响，也与其对相应机构或官员的绩效评
价有关，同时还可能因受到外部冲击而在短时期内产生较大波动。就
中国公众政治信任度的影响因素而言，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对前两类因
素的探讨，本文则试图讨论第三类因素，即大型自然灾害对公众政治信
任的即时影响。

本研究使用“５·１２”汶川大地震发生前后的调查数据发现，地震后
公众对中央官员、省级官员和区县级官员的政治信任和总体信任度都
有显著的提升。通过观看灾后的各种新闻报道，在动员式救灾报道的
影响下，“团结”效应使公众对各级政府官员表达了更高程度的支持与
信任。而在中央政府、省政府和基层政府职能分工的结构性背景下，地
方政府走在一线，更多地负责救灾和灾后重建政策的直接执行，因此，
公众对基层政府信任的边际增长相比中央和省级政府更高。从机制上
看，出于对灾情与救灾的关注，地震发生后公众明显提高了观看央视新
闻的频率，这种媒体接触提升了受众对官员的信任程度。但是，这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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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之下的增长效应很可能会随着公众关注重心的转移以及救灾过程中
各种治理问题的暴露而日渐消散。长远来看，公众政治支持与信任程
度的高低始终与相应政治机构所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多寡、好坏成正比。
公众在巨大灾害冲击下的信任“突增”，如果没有得到制度化的支持和
转化，则很可能难以长期维持，终会回落至灾前水平，甚至降到更低的
水平（尉建文、谢镇荣，２０１５）。

就本研究的政策内涵而言，在重大灾害发生后，政府动员能力的大
小、灾后重建的力度与公平性、媒体报道的议程设置都对公众的政治信
任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信息传播与扩散的方式也可能在其中发
挥作用。在汶川地震发生时，互联网的普及率不到３０％，电视媒体和
纸质媒体是当时公众接收外部信息的主要媒介。面对地毯式的新闻报
道、灾区现场直播等高密度的信息传达，公众在“团结”与“示范”效应下
倾向于表达更高的政治信任与支持。如今，全国网民人数已从２００８年
的２．９８亿增长到２０１６年的７．３１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２０１７），１６智能手机的普及和自媒体的井喷式发展使得即时消息的传播
愈发迅捷。在这样一种人人都可以充当发声筒和传话人的自媒体时
代，灾后救援的新闻报道不再像过去一样由传统媒体主导，可能存在更
多不同的声音。如何准确地传达灾情、合理引导舆论、处理好公共关
系，将是国家灾害应对系统中更加重要且困难的一项议题。１７

１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２０１７．第３９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Ｒ／ＯＬ］．参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ｃ．ｇｏｖ．ｃｎ／ｃｎｎｉｃ３９／ｉｎｄｅｘ．ｈｔｍ，访问于２０１８年７月２日。

１７．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跨国比较研究（如游宇、王正绪、余莎，２０１７）还是基于中国大陆的分
析（如苏振华、黄外斌，２０１５），结果均表明使用互联网更为频繁的公众政治不信任的程度往往更
高。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样本量在地震前后并非完
全随机分布，另外也可能存在一些未观察到的影响因素。虽然本研究
使用熵均衡的方法对样本进行了平衡性加权，也使用了多重插补方法
模拟修补数据，但这只能解决观察变量的效应，对未观测到的因素仍然
难以控制。这些问题有待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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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与政治信任：基于汶川大地震的自然实验设计


